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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商文化以破“荣宦游而耻工贾”、立尊商重利、倡导“新四民观”为荃石，把互

有抵悟的明代程朱和陆王两派揉合起来，以程朱的官本位为依归，以陆一「尊商的立教为本，

使官商互济。贾而好播与贾儒结合为其特色。崇 l 奉“勤”与“俭”为必珠的信条，养成‘・

徽骆驼”精神。以诚信为本，诚信可通天理为其商道。利以义制，用义抑制狡诈．取财符合天

理为其商业伦理。创新精神是徽商文化的灵魂。徽商创新精神尤其表现在敢于引领潮流，参与

16 世纪西方向海洋挑战的行列，称雄东亚海域，掀起了海洋贸易的第一波，为徽商文化打下

了深刻的海洋文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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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文化，没有经典定义。笔者的理解是，传统社会的商业文化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

生而出现的，在商业实践中，由长期养成的贾道、商业伦理，以及从业人员的品德、经营理念

、业务技能等所铸成的商业道德和行为取向，包含商道，商业伦理，商业理念，以及网络系统

、组织规程、营销观念等。 

徽商，以贾而好儒、具备高文化素质为其特色。在明清商界称雄三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创

建了富有特点的辉煌的商业文化。徽商文化内涵丰富精致，兹就以前笔者研究成果和当下思考

所得，再次就徽商文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徽商文化的基石“新四民观”、贾而好儒与贾儒结

合的特色，奉勤俭为信条的“徽骆驼”精神，以诚信为本、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徽商文化的

局限性等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学界的同仁。 

至于广义的徽商文化，诸如：徽商的衣食住行，仪表风貌，人际关系，婚丧嫁娶，等等，

限于篇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破“荣宦游而耻工贾”的旧俗；立尊商重利的“新四民观”，是徽商文化

的基石 

徽州自宋代以降，“名臣辈出”,“先贤名儒比肩接踵”，有“东南邹鲁”之称，以程朱

故乡自居的，宋明程朱一派对当地的影响是深远的，“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

不胜指也”。在弥漫着传统“荣宦游耻工贾”价值观的氛围中，如果没有思想观念的突破，尊

商重利的商业文化是难以树立，并形成风气的。 

明代中叶，特别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西方航线，出现大航海时代后，中国传统的商业日

渐转型，商业趋向空前的繁荣。国内各地间长距离的贸易往来日益加强。随着商品经济对日常

生活的渗透，商人势力的增强，“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发生了动摇。正是在商业发生转型的

16 世纪，出现了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及与之有师承关系的泰州学派。这一派系（下面简

称之为王学）与 16 世纪商业转型之间互相激荡，其在经济伦理上对儒学作了令人注目的创新

与发展。 

王守仁创立致良知说之后，新儒学才真正深人民间。在他看来，商人、田夫，市民、村夫

都具有“良知”。他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又说：“四民异业而同道。

”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他提出的这些儒学的经济伦理是前所未有的

，显然是当时“士农工商”四民职业观松动的一个注解，正因为如此，他的致良知说，为商人

、窑工、樵夫、灶丁、田夫等民众所乐于接受。不少人投其门下，并为弘扬与发展其学说作出



了贡献。他的高足王良继承与发展了他的学说，创立泰州学派。王良承继于师又不同于师。他

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 较其师走得更远，而距野老村夫更近了。泰州学派后学李

蛰又把王良的“百姓日用即道”，加以发挥，把穿衣吃饭等人生的基本需求、人对物质和精神

的欲望（包括情欲）、对私利的追求等，都视为道，在当时，实是一种惊天动地之举。李赞极

大限度地把儒学世俗化和社会化了。 

王守仁一派的心学，由于对儒学的修养简易直截，尤其重要的是其抬高商人地位的经济伦

理观，为徽商所乐于接受。对于王学，自“嘉靖以迄于明末”，徽州人趋之若鹜。休宁程默“

负岌千里，从学阳明”，歇县程大宾“受学绪山（王守仁弟子钱德洪）”,“及东廓（王守仁

弟子邹守益）之门”。王守仁的高足王员、钱德洪、王哉、邹守益、刘邦采、罗汝芳等更是集

聚徽州，主讲盟会。王学在徽州掀起大波，令人耳目一新。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

百姓日用即道”；徽州就有“士商异术而同志”、“以营商为第一生业”、“良贾何负阂儒”

的石破天开的说法，彼此呼应。这意味着徽州力图把“商”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

。王学崇商重利的观念，“士商农工” 的新四民观，被渗透到家法、族规和乡约中去，成为

规范人们的自觉行动。 

从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和轻贱商人的观念，走到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士商异术而

同志这一步，至为关键。它可鼓舞从商的热情和树立商人职业的自豪感，从而出现经商的热潮

。明嘉靖万历时，歇县汪道昆多次强调徽州以业商为最主要。他说，“新都（徽州的古称）业

贾者什七八”、 “大半以贾代耕”；艾袖居士著的《豆棚闲话》也说：“人到十六就要出门

做生意。”乾隆《歇县志》中更说：“商贾十之九。”几乎是全民经商了。可见破旧四民观，

立尊商重利风气，是徽商文化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基石。 

 

二、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互相为用，是徽商文化的一大特色 

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在宋代开局成功，“宋兴则名臣辈出”，引发了尔后徽州一系列的胜

境，其源来自崇文重教的传统，以及中原士族移居徽州后对文化传承危机感的反省和身处逆境

中铸就的奋发进取的精神（后不断传承弘扬，胡适称之为“徽骆驼”）。“祟文重教”意味着

徽州人重视文化知识的含量；“徽骆驼”精神，指的是徽州人的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精神。崇

文重教与“徽骆驼”精神，是徽州的两个文化基因，形成于宋代，也在宋代开始结出硕果。 

在徽州，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族观念特别牢固。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家族的盛衰陵替联系

在一起的，亦即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封建皇朝的覃恩钦赐，取决于他本人所在的差序等次

的伦理架构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由于格守官本位的价值取向，科举仕宦被

认为是荣宗耀祖、提高本宗族地位的最重要的途径。科举仕宦不仅成为人生的追求目标，更是

个人、宗族的终极关怀。 

徽州科举仕宦和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基因是崇文重教。元代休宁学者赵访曾指出：“

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

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

。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耕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赵访将崇文重

教的情景描述出来了，也说出了由朱熹教导下所形成的文风昌盛、“儒风独茂”的氛围。明清

时期，愈加注重崇文重教，文化越发昌盛。“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社学、书院林立。据康

熙《徽州府志》统计，弹丸之地的徽州府社学达 562 所，书院有 54 所。['5)官办学校依然繁

盛。“科举必由学校。”官学的设置、管理制度，愈加建全和规范。这显然有利于在科举中取

得优势。 

各宗族子弟，少时先业儒，家贫而聪慧者可 

 

 

 

得族产的资助。及长，或科举，科举未遂，转而为商；或从商，从商之后又不忘儒业，有

的又转身走科举仕宦之路。总之，贾而兼儒，贾儒结合。贾儒结合，既意味着一个人儒贾兼治



，也体现在业商、业儒的分工中。汪道昆指出：“新都（徽州旧称）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

，相代若践更。”笔者根据张海鹏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所作的粗略统计，弃儒

从商者便有 143 例，商而兼儒（包含贾而好儒、弃商归儒、贾服儒行、以儒服事贾、迹贾而心

儒等）有 36 例，商而兼儒，如欺县昊希元（明万历时人）“下帷之暇，兼督贾事；时而挟书

试南都，时而持算客广陵”，后以捐输得授文华殿中书舍人。有的则通过科举而官宦。例如，

欺县程晋芳，业盐于淮，兼治儒术，“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终于举乾隆朝“辛卯

进士”, 授翰林院编修。 

贾而兼儒，固然有附庸风雅的成分，但主要是贾而好儒使然。他们奋迹江湖，没有忽视文

化的修养。歇县盐商吴炳寄寓扬州时，“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休宁汪志德“虽寄居于

商，尤潜心于学部无虚日”。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徽商多工诗书画，有的还著书立说

；有的在自己的庭院、山馆中举办文会以广交士大夫；视读书、藏书、刻书和诗赋琴棋书画为

雅事，以雅致自娱。他们注重谈吐、风仪、识鉴，以儒术饰贾，或贾服播行，显得情致高雅。

欺商江兆炜在姑苏“尤乐与名流往来”，其弟江兆炯亦然。“吴中贤大夫与四方名士争以交君

为叹”。总之，身为商人，却显得儒雅高贵，富有书卷气。 

贾而好儒，通过科举仕宦转化为官，又可通过经商致富再以叙议捐纳取得虚职荣衔，成为

亦官亦商，一身二任。《欺风俗礼教考》指出：“歇之雌于淮南北者，多络绅巨族。其以急公

议叙人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人词垣、跻臃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其间，

则固商而兼仕矣。” 

贾儒结合导致“官商互济”，两者相得益彰。汪道昆指出：“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

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二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

，宁弛贾而张偏：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驯，犹之能转毅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

！”比较精到、全面而且准确地指出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相互配合，相互为用的关系。 

应当指出，贾儒结合是徽州文化在宋明朱、王两派共同浸渍、熏陶下的产物。这表明：在

政治伦理上以程朱的官本位为依归，经济伦理上却以陆王的尊商立教为本。“官商互济”，则

是儒商结合的演化与结果。 

 

三、“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支柱 

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 方面对自身原先优越文化的传承产生危机感，一方面直面尚待开

发的重峦叠嶂、几乎无发展农耕潜力的生态环境而困窘。这双重困境迫使他们在这片“依山阻

险，不纳王租”、“勇悍尚武”、“断发文身”、“火耕水褥” 的新环境中，铸就了奋发进

取、勤勉俭朴的精神，亦即后人所称的“徽骆驼”精神。这是中原精英才俊接受逆境的磨练，

并与土著越人融合的成果。历史证明，“徽骆驼”精神，代代相传，日久弥弘。这是徽商成就

大业的必备条件。 

明代嘉、万以后，因“徽民寄命于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大凡从商者要流离

他乡，含辛茹苦，经受精神和肉体的种种磨练。 

作为移民社会的徽州，经历着中原正统文化与越人文化相互激荡与相互融合的过程，因而

杜会充满活力。他们以勤、俭著称。勤与俭，本是儒家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训诫。安贫乐道、

内圣外王、人世拯救，是儒家传统的精神。韦伯把新教伦理概括为勤、俭两大要目，新教伦理

也正是启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徽商也以勤与俭作为崇奉的信条，他们把勤、俭载于家

法、族规，用以规范族众；将勤、俭写人商业专书之中，以供商人时时自省。勤、俭在当地蔚

然成风，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家居也，为俭音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

唯稠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

针治缝纫绽。"1W 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甲天下。"25 有的徽

商致富之后，依然以勤俭自律，“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26]。勤与俭，正

是“徽骆驼”精神的体现。 

,“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成大业的精神支柱。许多名商大贾是依靠这一精神磨练出来的

。盐醛世家款县鲍氏，乃徽州望族。但难免其间有家道中落、陷人贫困者，鲍志道即一例。他

“年十一即弃家习会计于都阳。顷之，转客金华，又客扬州之拼茶场，南游及楚，无所遇。年



二十乃之扬州佐人业盐，所佐者得公起其家。而公亦退自居积操奇直，所进常过所期。久之大

饶，遂占商籍于淮南”, 曾被推为两准总商。先后受朝廷救封的官衔达六个之多。 

又据《欺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记载： 

（鲍直润）尚志公次子……十四赴杭习贾。贾肆初入者惟供洒扫。居丰年，虑无所益，私

语同笨曰：“我琴居此，谁无门阁之望，今师不我教，奈何？请相约，如有所闻，必互告勿秘

，则一日不舍两日矣。 ”师闻而嘉之，遂尽教。思既卒业，佐尚志会理雌业，课贵问戏，出

入无不留意。遇事必询，询必和其辞色。虽厕仆亦引坐与语，以故人多亲之。市价低昂，闻者

英之或先。贸易不占小利，或以为言大父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奖不来

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人服其远见，尚志公晚年事皆委任焉。 

鲍直润虽系鲍尚志之子，也得先当学徒，从事店铺商肆的洒扫等粗活。 

徽商“徽骆驼”的开拓进取精神，不受狭隘的地域限制，转毅四方。他们沿着长江和运河

，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进而开拓了全国性市场，并走向世界

，在东南亚各国留下其踪迹，尤其曾在日本五岛建立商业王国。 

徽商既勤于商务的历练，也勤于学习儒家的传统文化，从书本中搜取商业知识。他们从历

史上的名商，如三致千金的范旅、精通经商之道的计然和白圭、富比王侯的猜顿、与国君分庭

抗礼的子贡，等等，取得榜样的力量和经商的知识；从经商的历练中总结经验，有的还写成商

业专书，前引的《商贾一览醒迷》一书即一例。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商业经营水平，并力图使商

业职场技能专业化，极力创造商业文化的新境。 

 

四、诚信可通天理，诚信是徽商文化的核心 

“天理”是明代儒家的最高理念。王守仁说： “四民异业而同道。”道，即天理。徽商

不同于西方的清教徒，把创造业绩以得上帝的恩宠视为“天职观”。但徽商也表现出一种内在

的超越精神, 相信按照明代新儒的立教去修养，其中最重要的是崇奉儒家诚和信的传统信条，

就可建立名德与功业，就可通“天理”。他们以诚、信为本，主张义以制利，义中取利，因义

而用财，建立起富有特色的商业伦理，以使商业的宗旨不偏离既定的轨道。把历来被贬为“末

业”的商人，抬高到与“士” 并列，以具有可通天理的人格，无疑可起到振奋精神和自重、

自信、自强的作用。 

徽商强调“服膺天理”、“蹈道守礼”，就要做 “诛心贼”的修养，培植诚信的精神，

克制人的自然性的欲望，使人回到理性的状态中来，以求得符合天理。歇县商人胡山，经常“

耳提面命其子孙日：‘吾有生以来惟房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因名其堂曰：‘

居理。”，救人黄玄赐行商于齐鲁间，“伏膺儒术，克慎言动”，也是按儒家圣人的立教去修

养。他对朝廷慨然捐输，对族党邻里不吝施舍，都是为了立功、积德，亦即为了通向天理。 

诚信是徽商文化的核心。社会经济活动是由群体组织，而非个人完成。诚信直接影响群体

组织的凝聚力，以及影响社会交往能力的发挥，并由此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果。经济的繁荣总

是与高诚信度的群体相联系，总是在高诚信度的地区出现。所以，诚信成为社会品德的主要成

分。徽商因具有强劲的凝聚力而结成商帮，并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而且在商业上取得辉煌成

就，显然与其格守诚信有关。他们往往宁可损失货财，也要保住信誉。婆源洪胜，平生“重然

诺，有季布风，商旅中往往藉一言以当质券”。洪辑五“轻货财，重然诺，义所当为，毅然为

之”，因此受人敬重，推为群商领袖。欺商江氏，以诚信为商人立命之基，世代守之不怠。传

至承封公，“惧祖德湮没不传，倩名流作《信录》，令以传世”。 

大凡取得商业成功的徽商几乎都以诚信为本。欺商许宪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

御物，物终不亲。”他因诚信而享誉商界，“出人江淮间，而资益积”黔商胡荣命经商于江西

吴城 50 年，以信誉自重，童雯不欺。晚年告老还乡，有人 “以重金赁其肆名”，被他拒绝。

他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实，终必累吾名也。”罢商之后依然以其招

牌声誉自重。欺县商人江长遂，“业雄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资累万”。 

清代歇人凌晋从商以诚信为本，交易中有黯贩蒙混以多取之，不作屑屑计较；有误而少与

他人的，一经发觉则如数以偿。结果他的生计却蒸蒸“益增”。其中原由，道光间，黔县商人



舒应刚作这样的解释：“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财者，自塞其源也

。”在他看来，以义为利即生财之大道。姿源巨贾李大景传授其生意经时也说：“财自道生，

利缘义取。"[38 徽商不是不言利，而是遵守儒家传统，取财要符合商道，以义制利。用义抑

制狡诈，使之坚守诚信。这是对商人一种软的制约。 

西方制度学派认为因以义制利，压抑了商人法制的出现，以致缺乏对商人以法律做硬的约

束。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有其道理。但是，利以义制，是不能从儒家的道德中裂出来的，它

同仁、诚、信等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起合力作用。事实说明，大凡以利以义制，非

义之财不取为圭桌者，都往往取得商业的成功。 

徽商以诚实取信于人，且多行义举，在其家乡以及聚集的侨居地，实行余缺互济的道义经

济，以种德为根本，形成其贾道。在此事氛围下成长的徽商子孙，受其熏陶，使以诚信为核心

的徽商文化得以传承不息。 

 

五、创新精神是徽商文化的灵魂 

创新与人的高文化素质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徽商成为具有

高文化素质商人集团。表现为儒学的深邃造诣，商业职业技能的专业化，以及坚守商业理念和

商业道德。徽商在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的同时，又重视对文化事业作经济上的全面支持和

慷慨投人，着意于社会上的人才培养，高扬人文精神，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

以保持人才不断涌现的后续局面。 

徽商为了商业发展的需要，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已知的信息，突破旧的思维定式、旧的

t 规戒律，提出新的商业理念、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推进了商业的功能。他们把儒家传统的优

秀文化落到实处时，作了创造性的运用。 

他们既传承了儒家的道统，又作了大的解构，为传统激活了生命力：政治伦理以程朱理学

为依归，坚持官本位，以科举仕宦为终极关怀；经济伦理则以王学的尊商立教为本，提倡“士

商异术而同志”，主张把“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顺序，改为以“商”里于“工农”之上而与

“士”相并列的 “新四民观”，注人重利文化。 

把明儒朱、王两派互相抵悟的主张，揉在一起加以综合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重利文

化是商业发展的前提，引人陆王的尊商思想，显然是为了发展商业的需要。前述的把传统的商

德 “诚信”，提高到可通“天理”的高度，倡导诚信可通天理的商业理念；传统文化中最古

老的训诫 “勤”与“俭”，崇奉为日常必尊的信条，并蝎诚实践；提出“利以义制”，对商

人作软的约束。凡此种种，都是一种观念和商德贾道上的创新。 

徽商在商业组织和经营管理上，也有诸多创造性的建树。商业组织是以血缘为核心建立起

来的，并构建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庞大的商业网络。徽商在寄籍地和侨居地总是按照血缘、

地缘聚居，其内部互相扶持，互相接济。徽商的组织网络和地域网络合为一体。徽商网络既有

集聚资金、组织货源、推销商品、公关，以及加强竞争力等经济功能，又有引进、吸收外地文

化效用，从而使其文化充满活力。人们把徽商建立的以长江中下游和运河两岸名都大邑为主的

商业网络称为 “大徽州”。“大徽州”和本土的“小徽州”之间的互动，使其经济、文化处

于吐纳、流动之中，因而充满活力，蓬勃发展。应当说，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徽商的网络是最

庞大、最强有力、最成功、最富有创新精神的。 

其他如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等，较以前商业营运型式有明显的进步，已经推进了商业

的功能。商号出资者与经理（或称掌计、副手）有的是分开的。欺县许承尧的先祖在江浙开典

当四十余肆，伙计几及二千。每处当铺都分别由各掌计掌管。按规矩，家庭开支与铺店财务是

分开的 这里已开始出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近代商业特征。又如，明末出现了汇兑业务的

会票制度，虽然仅限于徽商内部，但它使货币便于携带流通，减少运输现金的成本和风险，有

利于商业资金的运作。其异地支付的汇兑方式已带有近代金融的意义。在实施伙计制中，有的

伙计虽不出资，但经考绩，表现经营得力，绩效突出者，可分享利息。这也已带有人力资本人

股的色彩。有一布商，凡织工将他的益美名号织人布匹作为商标者给银二分。此举已经含有品

牌、商号、商标的意识了。 

凡此种种，在当时商业经营管理上皆系崭新的形式，体现了徽商的创新精神。 



应当特别指出，徽商最具创新进取精神的是，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海商，抓住 16 世纪大航

海时代提供的机遇，利用新安江通海之便，东下杭州湾，直奔海洋。效法当时西方海商，制造

大舰，并武装起来，称雄东亚海域，甚至在日本的五岛建立商业王国，掀起空前的声势浩大的

中国海洋贸易第一波。这一引领时代潮流的壮举，既是徽商最辉煌的一页，又使徽商文化注人

了浓重的海洋文化的元素。顺带指出，清末同、光年间，曾出现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光墉。

他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并敢于与西方海商一争雌雄，俨然口岸出口巨商。但是从时代精神、经

商的规模、个人的气度境界看，胡雪岩都不能与汪直相提并论，只能说他是明清徽州海商历史

的最后一波。 

传统社会的商帮中，如果分为农耕文化商人和海洋文化商人的话，徽商无疑是海洋文化的

代表。至于靠海洋文化起家，于近代崛起的粤商（以十三行商为代表），因属后起，不作同等

类比。关于徽商作为近代之前的明清商界海洋文化的代表，有俊后日另撰专文探讨。 

 

六、徽商文化的局限性 

徽商的辉煌业绩，无疑是璀璨的徽商文化所铸成；徽商的衰落，显然也暴露了徽商文化的

局限性。徽商走到传统商业的高峰和极限而止步，终于在嘉、道年间（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衰落。这里所谓衰落是指它从占据商界鳌头的地位跌落而为后起的广州十三行商人所取代。其

具体的历史原因，在以前发表的拙稿中均有谈及，于此不赘。在文化层面，徽商衰落的原由“

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徽商缺乏自身转化的动力，不能更新商业的理念。18 世

纪世界商业革命的浪潮逐渐波及中国，随着与西方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通

商口岸之后，中国传统商业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法，越发显得落后。作为传统商业的代表―徽

商，尽管走到了传统商业的高峰，发展到了极致，但由于缺乏转化的动力，受自身商业理念的

束缚而不能摆脱，终于不能超越传统社会所规范的商业运作的轨道，走到传统商业的极限而止

步。徽商之所以缺乏转化商业理念的动力，是因为它在政治伦理上以程朱的官本位为依归，受

到了宗族伦理的制约”。 

迄今，笔者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徽商文化是明清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难免有其历

史局限性。徽商在商业理念上，他们积聚资本仅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徽商并没有一味追求

其商业上的成就，不同于西方的商人以商业作为终生的事业来追求，也没有以“创业垂统”为

目标建立商业帝国的企图。徽商也不同于近代珠江三角洲的粤商，亦即广州十三行商人般进一

步提出“以商立国”的思想，或因商致富之后，通过发挥货币经济的力量直接谋求与士绅并列

的社会名流地位.进而转身为买办，成为近代商人。而徽商却坚持“官本位”，以儒术为体，

以商贾为用。科举仕宦，荣宗耀祖，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徽商的尊卑等级、主仆名分的观念，也是徽商的软肋。奴仆，在早期

对徽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奴仆可从商致富，但钱财并不能洗测主仆名份的烙印，亦即不能改

变其社会身份地位。这同近代自由商人的身份地位是格格不人的。 

徽商的诚信、利以义制、公益善举，等等之目的，在于积德，以图子孙得善报，亦即使家

族荣华富贵和绵延不衰。积德可通天理，已形成心中的道德律。如果没有受到这一心中道德律

的支配，公益慈善之举，是不可能如此自觉地行之久远，且坚持不懈的。徽商大量的商业资本

就是在以家族为本的宗族伦理及其制约下的“官本位”价值观支配下，做“封建性的耗费”了

。可见以光宗翅祖而经商致富为动机，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残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41；加之其

贾道受儒学的影响，主张“和为贵”，与外界相和谐，自当力求和谐而缺乏转化世俗的力量。

徽商文化既作为传统社会文化的附丽，而不是其异化的因素，自不可能越过传统社会的文化形

态的规范。 

徽商文化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弘扬徽商文化，就要弘扬徽商注重提高人的

文化素质，敢干迎接挑战，化挑战为机遇；就要弘扬不因循守旧，富有创新的精神；就要弘扬

徽商敬业、自重、自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就要弘扬徽商以诚信为本的

商德，克服投机取巧，树立商业理性精神；就要弘扬徽商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思想。 


